亲历农业合作化
王文达
    吴江解放初期，全县经济萧条，工厂开工不足，当年又遭特大水灾、风灾，城乡缺粮严重，赖人民政府从老区调来面粉和小米救济。其后三年为经济恢复期，工农业生产均有所复苏，党和政府并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，致力于提高农作物特别是粮食作物的产量。
    1953年我国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，同时提出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，1954年开始发动农民组建农业生产互助组，并在有条件的地方，逐步试办农业生产初级合作社。在合作化初期，虽每年组建一批互助组，但多数不稳固，即所谓“春组织，秋垮台，明年再重来”的临时互助组，至于常年固定的互助组还处于试点阶段。当时我在黎里区工作，黎里正在进行张春宝常年互助组和顾巧林常年互助组的试点，派了区干部进驻。这二个互助组经过1954年特大水灾的考验，证实了比个体农民在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上强一些，颇有些教育作用。到了秋天，黎里开始试办两个农业生产初级合作社，一个是张春宝互助组上升为黎峰农业生产初级合作社，由副区长张其林同志负责试点；还有一个是乌桥乡乌桥村明丰农业生产合作社。到了1955年春天，区委分工由我负责全区农业合作化工作，并负责明丰的初级社试点。其时党中央农村工作部邓子恢部长要求县、区积极进行初级合作社的试点，以探索农业初级合作社的规模大小、分配形式和管理体制等方面的经验；同时要求在农村中积极发展党员，并在地、县两级建立合作干校，大批培训农村办社骨干。对原有的互助组也要求加强领导，不具备条件的互助组不能盲目转办初级合作社。现在看来，邓子恢同志积极探索，稳步发展的思路和做法是正确的，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要求的。当时的农业生产初级合作社，分配上实行劳、土、资分红的办法，在具体比率上，劳力约占50％（不低于50％），土地和股金（包括耕牛农具作价款）约占50％，承认土地和股金在生产中的要素作用。在合作社的规模上，一般在50户到100户之间，土地1000亩左右。从吴江县、区两级试办的初级社中，以县办的“联一”、“联二”二社为最大，黎里的明丰社比黎峰社稍大些。在管理体制上，初级合作社成立“社委会”，一切生产、经营和分配等重大事项，均须由社委会讨论决定，特别重大的事项还要经过全体社员会议讨论决定。合作社实行财务公开、民主理财等制度。由于政策对头，工作步子稳妥，再加上气候帮忙，1955年是一个丰收年，合作社更是少有的丰收。那年黎里的明丰农业合作社，水稻平均亩产780多斤（互助组一般500多斤），确是破天荒的大丰收，当然这也与合作社试用化肥有关（个体农民不敢也不愿使用化肥），为此，我与社长顾聚法到南京参加了江苏省高额丰产代表会议，并奖到了一只大水牛。这年冬天，农村的形势特别好，合作社分配粮足钱多，社员情绪特别高涨。互助组虽然也取得丰收，但比起合作社来，实际收入就要差一些，甚至连一些“种田老手”的富裕中农，他们与条件相似的合作社社员比较，实际效益也差了许多。当年冬天，大批互助组要求上升为合作社，农户也大多要求参加合作社。虽然批准了一些条件较好的互助组转为初级社，吸收了一部份农户入社，但仍有许多互助组没有被批准升格。这样，就产生了许多“自发社”。这些“自发社”，模仿合作社的做法，成立社委会，选举社长和委员，他们还派人专门打探合作社在经营管理方面的一切活动，甚至合作社开社委会，要隔窗偷听。这实在是当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一大奇迹。现在想来，这种奇迹是多么的珍贵，多么的来之不易啊。可惜这种好的形势很快被急于求成的错误所破坏掉。这种急于求成的错误，突出体现在批判“小脚女人”，把农工部长邓子恢批倒了。于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，就基本实现了合作化，吴江县到1956年秋天，入社农户已从上一年秋的11％发展到98.9％，而且全都是高级社。这种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，取消了土地和股金分红，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。县以下各级领导对快速发展和高潮的迅速到来缺乏准备，特别在办社骨干力量方面和经营管理经验方面，无从适应这一剧变。急于求成的结果，导致了“夹生饭”。到了1956年秋季以后，问题接踵而来，社员热情减退，而要求退社的人却逐步多起来了，特别年终分配以后，有相当一部份中农和富裕中农，正式提出了退社的要求。因为他们发现，高级社同原来的初级社大不一样，土地、耕牛、农具和入社的股金都被平调，都不分红，与他们原来的收入比，大大减少了。在不少高级社里，由于夏季预分中（为了刺激社员积极性），粮、钱、物分过了头，因而不少社员在秋季分了口粮后，就分不到现金，甚至倒欠合作社的口粮款，成为透支户。这样一来，从冬季开始，就逐步形成了闹退社的风潮。到1957年春天，这股风潮几乎遍及全县各地，我工作所在的芦墟区（黎里、芦墟二区合并成芦墟区），也是闹得厉害的地方。当时我作为区委书记，带了一个工作组，到闹得厉害的藏龙乡去处理闹退社的问题。由于关系到农民的直接经济利益，工作很难开展。当时县委也派了一些工作组下来，他们面对农民闹退社的激烈情绪，也束手无策，甚至不敢深入下去与农民接触，的些地方如震泽等地闹退社的农民还打了县、区、乡干部。我所带的区工作组，与藏龙乡的干部一起，混合组成了两个组，一个组由总支副书记肖为民、乡长屠凤鸣和干部冯永高等人组成，去闹得厉害的石桥头村。一个组由总支书记庄茂纶，副乡长龚阿大等人和我组成去另一个闹得厉害的南栅浜村。我们去了之后，一面召开了社里的积极分子骨干会议，要求他们抓紧时间，搞好春耕生产，稳定社员情绪；一面开始与闹退社农户接触，白天随他们到田头干活，与他们座谈，晚上召开会议，与他们一起学习中央颁布的农业合作社章程，动员他们留在合作社里共同搞好生产。坚持要退的，我们是留则欢迎，退则欢送，但必须按合作社社章规定办事，对已经折价入社的耕牛农具，是合作社的财产，只能付本，不好带走。在这个问题上，闹退社农民想不通，他们硬说这是土政策。他们事先已经准备了船只和人员，采取挟持的办法，强迫我一起到吴江“告状”。当时我身边带有武器，完全可以摆脱他们的挟持行为，但考虑到避免与农民造成更大的对立，就顺从了他们的要求，与他们一起到了吴江。县委秘书林一波同志接待了他们，对他们进行留社的劝说，批评了他们这种挟持干部的无理行为，讲明如果一定要退社也可以，但折价入社的耕牛农具不能带走。这样一来，就堵住了他们闹退社的后路。回去之后的当天晚上，我又到南栅浜村，召开了既有闹退社农户，也有合作社社员参加的会议，用热情的语言再次动员他们留在合作社内，共同把生产搞好。至于对我个人的无理行为，再三表明身为共

产党的干部是不会计较的。如此反复地做工作，终于把这部份农民的情绪稳定下来，全都留在合作社内。在处理这个问题上，后来有人笑称为“王文达与农民拉牛尾巴”。春天过后，闹退社的风潮虽部份平息，但由于有些高级社规模过大，骨干不足，管理水平又低，合作社内部问题迭出。这是由于我们党没有认真总结经验教训，改善和调整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快步伐，而是归罪于一部份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，导致在1957年秋天，对部份富裕中农开刀，采取了所谓“粮食大辩论”的办法（实际是对富裕中农开斗争会），把农村的“资本主义”倾向辩下去。从此，就没有人敢闹退社了，这为后来烧更大的“夹生饭”——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，以及随后的大刮“五风”种下了病根。
